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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林毅夫①＊

摘　要　本文梳理总结了本人三十年来研 究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和 转

型问题的心得。我早期的工作集中于中国农村改革，受１９８８年中国

政府治理通胀方式的启发，此后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 现 有 的 发 展 和

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 结 构 经 济 学。该 理 论 体 系 为 现 代 经 济

学的其他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见解，也对一些现有主 流 理 论 难 以 解

释的经济现象和争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和 答 案。此 外，我 的 其 他

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 化 复 兴 和 经 济 学 方 法

论等领域。
关键词　农业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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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８６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开始，独立进行经济学的研

究到现在转眼三十年，《论语·为政》篇上孔老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我从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到现在的时间已经两倍于孔老夫子从学到

立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不过一瞬间，而对于一位六十多

岁的人来说，三十年则是半辈子。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到底三十年的工

作是否在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上留下些刻痕？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和后人来评

说。不过，作为这代中国人中最早在海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国内

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或许有助于同行和后

来者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侧面。
回想起来，三十年来我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早 期 集

中在农业、农村的变革，后来扩展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形成了２００８
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后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除了这两个方

面，我也对新制度经济学、历史、文化、方法论等发表过些 看 法。现 将 我 研

究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简要介绍如下：

一、农业经济学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的农村改革，毕业后延续了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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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我早期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农业生产

制度改革、农业 合 作 化 运 动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三 个 方 面，至 今 国 内 外 经 济 学 界，
许多人仍称呼我为农业经济学家。

１．农业生产制度改革

伴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从集体的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改革，中国农 业 也 获 得 了 连 续 多 年 的 丰 收。不 过 当 时 经 济 学 界 以 Ｗａｒｄ
（１９５８）的论文以及埃弗塞·多马（Ｅｖｓｅｙ　Ｄｏｍａｒ）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

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两人分别在１９６６年发表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主流文

献认为集体 经 济 的 资 源 配 置 是 有 效 的，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是 高 的（Ｗａｌｄ，

１９５８；Ｄｏｍａｒ，１９６６；Ｓｅｎ，１９６６）。主流文 献 的 这 种 观 点 难 以 解 释 中 国 农 村

改革为何能伴随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
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按劳分配的合作农村中，农民劳动投入的积极

性取决于劳动衡量的准确性，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

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
　

①１
　

，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由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

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我的博士论文被 我 的 导 师、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者 西 奥 多·舒 尔 茨（Ｔｈｅｏｄｏｎｅ
Ｓｃｈｕｌｔｚ）教授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②２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发表

了多篇论文（Ｌｉｎ，１９８７；Ｌｉｎ，１９８８；Ｌｉｎ，１９９２ａ；Ｌｉｎ，１９９１ａ；Ｌｉｎ，１９９０），
其中１９９２年发表在 《美国经济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的论

文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１９９３年度政策论文奖，并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从而获

得出版ＳＣＩ和ＳＳＣＩ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 “经典引文奖”。

２．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国改革开放后，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 增 产，但

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在完成了土改以后，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初期农业也持续增产，不过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间突然出 现 农 业 生 产 大 幅 滑 坡，
导致了一个３　０００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农业合作化运动早期带来了农业

增产，而后导致的农业生产下滑、停滞的现象也出现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做完芝加 哥 大 学 的 博 士 论 文 后，我 开 始 思 索 上 述 问 题 背 后 的 道 理。

①

②

１　 Ｗａｒｄ和Ｄｏｍａｒ的理论模型假定一个农民不管在个体农场或集体农场提供的都是一个单位的劳动力，
没有劳动投入衡量的问题，Ｓｅｎ的模型 假 定 农 民 提 供 的 劳 动 力 的 多 寡 虽 有 不 同，但 是 可 以 准 确 衡 量 的。
在上述假设下，激励问题不会存在。
２　１９８６年秋适逢美国范德堡（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大学为庆祝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项目２５周年而举办了一个研
讨会，舒尔茨教授婉拒了前去做主旨演讲的邀请，推荐我去发表论文，让我一毕业就认识了当时国际发展
经济学界的许多著名教授。我的另外一位导师约翰逊则推荐我去参加１９８７年１月美国农经学会和美国
经济学会在年会上联合举办的制度变迁研讨会，和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Ｌｅｏｎｉｄ　Ｈｕｒ－
ｗｉｃｚ）一起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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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我发表在 《政治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上

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说明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

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

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

所能带来的好处以作为惩罚。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衷于合

作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将退社的勤劳社员误认为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
如果政治上把退出的权利剥夺了，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

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Ｌｉｎ，

１９９０）。《比较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在１９９３
年第１７卷出版了一个６篇文章的专辑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

败。
　

①３
　后来，我还发表了多篇论文，解释 为 何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 的 饥 荒 和 非 正 常

死亡集中在农村（Ｌｉ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０３；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０；Ｌｉｎ，１９９８ａ）。
我的看法是中国从１９５３年开始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以统购统

销的方式集中农村剩余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里的工人、居民低价的农

产品配给，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政府以行政手段保证了城里的工人和

居民的口粮，使得农村缺粮的情形雪上加霜，因而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情

形反而集中 在 生 产 粮 食 的 农 村。其 中，与 杨 涛 合 作 发 表 于２０００年 《经 济 杂

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的论文 “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是第一篇以严谨的经验实证来验证阿马蒂

亚·森提出的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假说。

３．农业现代化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１２篇理论和实证论

文（Ｌｉｎ，１９９６；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ｅｎ，１９９５；Ｌｉｎ，１９９５ａ；Ｌｉｎ，１９９４；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Ｌｉｎ，１９９２ｂ；Ｌｉｎ，１９９１ｂ；Ｌｉｎ，１９９１ｃ；Ｌｉｎ，１９９１ｄ；Ｌｉｎ，１９９１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强 调 由 于 各 地 气 候、地 质 条 件 有 所 差

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我

也根据对全国各省市区地一级农业科研机构的调查，和沈明高、周皓合作出

版了一本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林毅夫等，１９９６）。我还论证了耕作制度、
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影响。这些发表从数量上

来说可称得上是成果累累，不过大体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验证国际上主

流的观 点。其 中 值 得 特 别 一 提 的 是１９９１年 发 表 在 《发 展 研 究 杂 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上的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一 文，在 这 篇 文 章 中，

①３ 我对评论文章的答复见Ｌｉｎ（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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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构建了一个理 论 模 型 说 明 在 计 划 经 济 时，农 村 地 区 的 生 产 要 素 不 能 流 动。
然而在没有要素市场的情况下，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动也会影响要素边际

生产率的变化，对技术变迁的诱致效果，会和有要素市场时要素相对丰富程度

的变化影响要素相对价格时一样，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文章中我还

以中国的实证资料验证这个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说。这篇文章把Ｈａｙａｍｉ和Ｒｕｔｔａｎ
在市场经济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的运用范围延

伸到了计划经济和缺乏市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Ｈａｙａｍｉ　ａｎｄ　Ｒｕｔｔａｎ，１９８５）。

１９９２年我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 《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

业发展》为题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获得了１９９３年孙冶方奖。１９９８年澳大

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我每两年颁发一次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

我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１９９９年 我 的 论 文 “技 术 变 迁 和 农 业 家 庭 收 入 分 配：
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得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

（Ｌｉ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

文集 《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

佳著作一等奖和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１９９８年时位于

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和小麦研究所还邀请我以 “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

未来如何养活自己？”为题发表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Ｌｉｎ，１９９８ｂ）。
由于我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２００５年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我在１９８８年时想通了为何中国政府不以西方主流宏观经

济学理论所主张的以提高名义利率的方法来治理当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而

是以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无效的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

办法来 “治理整顿”高通货膨胀背后的道理后，形成并逐渐丰富的一个有别

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理论体系框架。
　

①４
　在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和多数

知识分子一样，是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

济社会现象，我在农业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

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假说，或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

国的实际情况 做 了 一 点 延 伸 的 工 作，如 果 有 独 创 的 见 解，像 退 出 权 假 说 等，

①４ 当时中国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仅雇用了大量的员工，并且有许多是与
民生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 结 果
是企业为了把在建项目做下去，不惜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现有的大型的、关系到国防、民生 和 就
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从而活不下去。为了让这些企业活下去，就要用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的赤
字终将以增发钞票来弥补，其结果又将导致通胀。所以，在必须维持违反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生存 的 前
提下，以砍投资、砍项目来治理通货膨胀的做法则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我的分析框架和看法最早 形 成
于文字发表的是“论中国通货膨胀及出路”，《发展研究通讯》，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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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零敲碎打的观点。从想通了１９８８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

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我开始抛弃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 转 型 的 诸 多 现 象 时，总 以 “常 无”的 心 态，自 己 想

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

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等，来分析总结现

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现象和问 题，提 出 的 解 释 竟 然 一 以 贯 之，自 成 内 部 逻 辑 自 洽 的 体 系。

２００９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的报告中，我首次

将我系统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２０１０年耶鲁大学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邀请我去做一年一度的库兹涅茨讲座，我以 “新结构经济学：
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演讲稿次年发表于 《世界银行经

济观察》（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第２６卷第２期，这是新结构经济

学的提法首次正式见诸于学术期刊。
新结构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来说是以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

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

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作为切入点（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６６），倡导以新古典

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

的制度环境等）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

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
　

①５
　

，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决定

作用。
　

②６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

市场中获取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其前提是企业所在行业符合要素

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微观分析基础，试图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

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活动特性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使没有结

构（更准确地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

理论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发展和

转型成败上的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１）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内生 决 定 于 该 国 家 的 要 素 禀 赋 结

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

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
由此，该国将会用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

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禀赋增加和要素禀

赋结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一个发展中国家按

此路径来发展，在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上也可以享有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

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以利润最大化为目

①
②

５ 这个命题的具体数学模型见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６ 有关论述请参考Ｌｉｎ（２００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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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

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

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存在充

分竞争的市场为制度前提。由于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

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

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

部性的补偿，和协调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工作仅能由政府来做，

因此，也必须有一个 “有为的政府”，经济结构才能顺利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

比较优势的变化变动。所以，“有效的市场”和 “有为的政府”是经济快速可

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
（２）由于对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

要素禀赋结构缺乏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

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后，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观良好愿望，试图在资

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

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 主 义，为 这 种 发

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政府想优先发展的这种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

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

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

种 “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 果 导 致 资 源 错 误 配 置 和 寻 租，虽 然 先 进 的 产

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３）由于对政府的各种扭曲和干预是内生决定于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

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缺乏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

倡导以华盛顿共识的 “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次性

地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来进行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遵循华

盛顿共识的建议，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结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经

济稍微下滑后快速的 “Ｊ”曲 线 复 苏，而 是 “Ｌ”曲 线 的 经 济 崩 溃、停 滞、危

机不断，出现了所谓的 “迷失的二十年”
　

①７
　

。

（４）根据上述理论框架的分析，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

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其实是一个务实的、

比较好的转型策略。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

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

业的准入。并且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

①７ 有关“迷失的二十年”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２００１）。对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反思见Ｌｉｎ（２０１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２０１６年６月也刊登了三位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 义 的 华 盛 顿 共 识 进 行 的 同 样 的 反 思。见Ｏｓｔ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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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

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

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

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

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也就从 “雪中送炭”变为 “锦上添花”，能够取消掉，也应

该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的发展转型分析框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现

象提出了和现有的理论不同的解释或新的观察。这里试举两例：一是预算软

约束。这个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

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由国有产权的性质决定的（Ｊａｎｏｓ，１９８６）。新结构

经济学则认为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赶超任务的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或是由于

提供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引起，并认为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国

有企业的 私 有 化 会 加 剧 预 算 软 约 束 而 不 是 减 轻 预 算 软 约 束（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ｎ，

１９９９；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８）；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应以 消 除 战 略 性 和 社

会性政策性负担为前提（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林毅夫等，１９９７）。对俄罗

斯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新结构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原因的

分析和私有化效果的预测。
　

①８
　二是潮涌现象。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当产业升级时，由于企业家容易同时看好一个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

市场决策分散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许多企业同时投往这个产业，等到多数投

资建成时，产能即出现过剩。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家电产业和最近出现的

钢筋、水泥、电解铝、光伏产业的投资过热和其后的产能过剩就是 例 子。这

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我最早在２００７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２０１０年和 巫 和

懋、邢亦青合作的另外一篇论文则构建了一个博弈论的模型来说明（林毅夫，

２００７ａ；林毅夫等，２０１０）。
理论的作用在于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

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提出新的发展理论体系的目的

在于更好地帮助政府、企业、家庭等决策者采取行动实现其预期目标以改造

世界。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

一个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框架（Ｌ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ａ，２０１１ａ）　

②９
　

，

①
②

８ 见Ｌｉｎ（２０１４）中引用的文献。
９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原来考虑的是 一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如 何 利 用 后 发 优 势 来 进 行 产 业 转 型 升 级，针 对
中国这样的中等偏上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已经处于该产业的世界前沿，另外，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
术，出现了一些产品周期短，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短周期产品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
家禀赋的差距主要在物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产业上有“弯道超车”的
机会，根据这种观察，我把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成５种类型：追赶型、领先型、退出型、弯道超 车 型 和 战
略型五大类，分别讨论企业和政府如何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中文的文章见“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 动
转型升级：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英文文章见“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　Ｓｌａｖｏ　Ｒａｄｏｓｅｖｉｃ（ｅｄ．），Ｓｍａｒ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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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充满扭曲和瓶颈制约的软硬环境下推动产业升级和

多样化。《发展政策评论》（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在２０１１年的第２９卷

第３期中对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出了一个９人参与的讨论集。
　

①１０
　国际经济

学会则于２０１２年春和冬分别在华盛顿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各开了一个产业政策

研讨会，会 议 论 文 由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约 瑟 夫·斯 蒂 格 利 茨（Ｔ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我编辑成上下两卷 《产业政策革命》的专辑出版（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１３）。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我利用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推动在埃塞俄比亚

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试行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

善营商环境，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取得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国家不

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

造就业，减少贫困，推动产业多样化，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

了一条新的道路。新 结 构 经 济 学 也 因 此 在 非 洲 和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受 到 学 界、

舆论界、政府决策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
　

②１１
　

除了对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系统认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

也不同，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框架也为现代经济学的其他领

域带来了许多新的看法。现简要列举几点：
（１）最适金融结构理论：现代金融理 论 一 般 研 究 的 是 发 达 国 家 的 金 融 安

排，并以此种安排作为先进的制度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

度来看，要素禀 赋 结 构 在 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不 同，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业 不 同，
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不同的金融安排，例如

作为间接融资的大、小银行和作为直接融资的股市、债市，具有不同的资金

动员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金融的作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

因为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资本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差异，最合适的金融安排也就

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结构应当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和产业的特性，而不

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最适金融结构的理论由我最早提出（林毅夫

等，２００９；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扭转了国际金融学界只重视金融深度，不重视

金融结构的主 流 看 法。
　

③１２
　 现 在 国 际 上 已 经 有 一 些 著 名 金 融 经 济 学 家 如 Ａｓｌｉ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和Ｒｏｓｓ　Ｌｅｖｉｎｅ以实证研究支撑这个观点。
　

④１３
　

①
②

③
④

１０我们在讨论集中的答复，请见Ｌ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ａ（２０１１ｂ）。
１１　Ｂｅｒｈａｎｕ　Ｆｅｋａｄｅ，“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ｉｒａｃｌｅ”，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ｔｅｍ／２７９３－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ｍｉｒａ－
ｃｌｅ）；“Ｄｅｆ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ｎｄｉｎｇ”，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Ａｐｒｉｌ　３０，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ｎ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５－０４－３０／ｄｅｆｅｃｔｏｒ－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ｓ－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ｎｄｉｎｇ）．
１２见如Ａｓｌｉ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１）。
１３见如Ａｓ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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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现在主流的宏观理论是经济周期理论，
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财

政政策支持投资和消费来平滑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则认为存在李

嘉图等价，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家庭则会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

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以支付未来政府加税弥补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财政赤

字，结果总需求不会增加，积极财政政策推行的结果只增加政府的赤字，对

平滑经济周期没有作用，而反对在衰退和萧条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新

结构经济学则结合了周期和增长理论，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用

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减少

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税收弥补扩展性

财政所增加的赤字，是一个一石双鸟的政策。
　

①１４
　 根据这个理论，２００９年年初

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率先倡导各国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用支

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Ｌｉｎ，２００９ｂ；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这个建议现在 已 经 为 国 际 上 许 多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包 括 劳 伦 斯·萨 默 斯

（Ｌａｒｒｙ　Ｓｕｍｍｅｒｓ）所接 受 和 倡 导
　

②１５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还 特 地 在２０１４年 的

《世界经济展 望》中 宣 扬 在 经 济 下 滑 时 是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最 好 的 时 机（ＩＭＦ，

２０１４）。
（３）流动性陷阱：主流理论认为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萧条时，会伴

随产能过剩，由于其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

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而出现流动性陷阱，推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只是刺激

资产泡沫，如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８年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现的情形。新结构经济

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

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而

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

达国家的运用空间大。
　

③１６
　

（４）货币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

物价水平。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水平的高低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货币政策并非中性，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

济的增长。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企业家的一种补贴，将导致收入向企

①

②

③

１４这个理论，我最早是在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纪初，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时取得８％左右的增长
率并在其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升时形成的。我根据这个理论解释，由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在基础设施
投资上的作用，中国在出现了通货紧缩时取得８％左右的增长率是真的，见ｌｉｎ（２００４）。并且，和龚刚构建
了一个数理模型，用模拟的方式解释不仅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通货紧缩时维持８％的增长，并在走出通货紧缩
后经济增长率提高到１０％左右。见Ｌ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ｎｇ（２００８）。
１５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Ｗｈ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ｓ　ａ　Ｆｒｅｅ　Ｌｕｎｃｈ”，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ｏｍ／ｃｍｓ／ｓ／２／９ｂ５９１ｆ９８－４９９７－１１ｅ４－８ｄ６８－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７ｄｅ．ｈｔｍｌ。
１６有关流动性陷阱的讨论见下文中对货币政策的讨论（Ｌｉ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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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倾斜，而出现分配不均（Ｌｉｎ，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对一些现有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

和争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答案。
（１）后发优 势 或 劣 势：经 济 史 学 家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认 为 发 展 中

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而实现

向发达国家的收敛（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然 而，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的

发展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慢，危机不断，和发达

国家的差距扩大了而非缩小了。杨小凯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有以技术模

仿取得快速发展的可能，而忽略了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宪政改革，最终

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而，有后发劣势。他认为克服后发劣势之道是先

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后再去发展经济。到底发展中国家是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

劣势，２００３年我们进行了一场辩论（Ｓ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林毅夫，２００３）。从

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到底有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取决于政

府的发展战略，如果政府以因势利导的方式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

展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则发展中国家可以靠技术引进来加速经济发展

而具有后发优势。如果，政府采用赶超战略，则不仅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

可能，而且为了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而扭曲各种价格信

号并给予市场垄断，结果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盛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

低，发展不可持续而有后发劣势（Ｌｉｎ，２０１６）。
（２）卢卡斯谜题：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

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

斯（Ｒｏｂｅｒｔ　Ｌｕｃａｓ）发现，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０）。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

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

寻租获得的财富缺乏合法性，从而保存在国内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国内投

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

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才能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

性，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

的这个解释在经 验 实 证 上 和 现 实 的 经 济 现 象 一 致（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ｔｌｅｙ，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资本账户开放是好是坏？主流的金融理论主张资本账户开放，使

资本在各国间得到更好的配置。但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是更

加频仍的金融危机。新结构经济学则将资本区分为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外

国直接投资带来发展中国家实体资本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为

了获利大多会投资于符合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所以，应该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短期的金融资本的流动则通常是

流向具有投机性质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没有帮助，而且，当资本流动逆转时，则会出现泡沫破 灭，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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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期限不配套和货币不配套而发生金融经济危机，所以，对短期资本流动

应该管制。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政策主张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一

致，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管理短期资本的流动（Ｌｉｎ，２０１５）。
（３）经济开放是好是坏？从主流理论来说经济开放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有

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发现，多

数发展中 国 家 按 华 盛 顿 共 识 开 放 经 济 以 后，出 现 经 济 崩 溃、停 滞（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前普遍推行结构主义

的进口替代战略，存在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采取

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这些企业无法生存，就会出现经济崩溃，而 且，政

府对新产业的发展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就会出现发展停滞的情形。反之，
如果在开放过程中采取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给予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

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同时，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则开

放会带来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
　

①１７
　

（４）发展援助是否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和

双边发展机构，以大量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深陷贫困的深渊之中，因此，有些学

者认为发展援助无助于甚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Ｗｉｌｌｉａｍ，２００６；Ｍｏｙｏ，

２００９；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２０００；Ａｒ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新 结 构 经 济 学 的 看

法认为，过去的发展援助没有取得效果的原因在于援助国总是以自己的经验

作为参照来设计援助项目，早期的援助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

同样的现代化产业。后来则侧重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

代化的市场制度。这两种努力失败后发展援助转而侧重教育、健康等人道主

义的援助。这些发展援助都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可持续、有竞争力

的产业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创造就业，减少贫困。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

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的有偿、无偿的发展合作，则更能帮助其他发展

中国家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创

造就业，实现繁荣。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从发展中

国家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在有什么的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
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瓶颈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为目的（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６；
林毅夫和王燕，２０１６）。

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和蔡昉、李周合作，在１９９４年于三联出版

社出版的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此书出版后，获得学

界一定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出了英文版外，日本、俄罗斯、法国、韩国、越南等国的出 版 社 也 翻 译 出

①１７见Ｌｉｎ（２００９ａ）中的讨论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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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２００８年我

到世界银行工 作 前，根 据 我 在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的 中 国 经 济 专 题 课，整 理 成 书，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经济专题》，２０１２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

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解读中国经济》），

在国外获 得 了 很 好 的 评 价。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詹 姆 斯·赫 克 曼（Ｊａｍｅ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

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

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

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

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

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

森（Ｒｏｑｅｒ　Ｍｙｅｒｓｏｎ）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

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

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

部而重要的视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Ｅｄｍｕｎｄ　Ｐｈｅｌｐｓ）

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

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我最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

本经验的努力是在２００１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以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

导师之一Ｄ．盖尔·约翰逊（Ｄａｖｉｄ　Ｇａｌ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

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发表了 题 为 “发 展 战 略、自 生 能 力 和 经 济 收 敛”的 演

讲
　

①１８
　

。听了我的演讲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

哥大学的校报Ｃｈｉｃａｇｏ　Ｍａｒｏｏｎ采访时称，根据林毅夫的研究 “过去１５年出

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

无用的”
　

②１９
　

。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非常盛行的 “内生增

长理论”，这是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１９９５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

献之一。

２００７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演

讲中以一个三部门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制度扭曲和

发展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用１９６２—１９９９年间１０１个国家的跨国年度数据

对各项理论推论进行检验，这些推论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演讲的内容

①
②

１８演讲稿发表于Ｌｉｎ（２００３）。
１９“Ｌ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Ｕ　ｏｆ　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ａｔ　Ｄ．Ｇａｌ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ｃａｇｏ　Ｍａ－
ｒｏｏｎ，Ｎｅｗｓ，Ｍａｙ　１５，２００１，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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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整理成书，以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Ｌｉｎ，２００８ｂ，２００９ａ）。这本书总共有５位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 写 推 荐 序，创 下 了 剑 桥 大 学 出 版 社 的 记 录。加 里·贝 克 尔（Ｇａｒｙ
Ｂｅｅｋｅｒ）写道： “林 的 观 点 是 有 争 议 的 但 是 发 人 深 思 的”。罗 伯 特·福 格 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ｇｅｌ）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

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道格拉斯·诺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指出：“林的马歇

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

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麦克·
斯宾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评 价： “这 是 一 本 在 多 个 方 面 来 讲 都 是 重 要 的

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 为 基 础，但 是，将 其 转 化 为 自 成

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约瑟夫·斯蒂格利

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

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２０１２年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

界银行出版 社 出 了 《新 结 构 经 济：反 思 经 济 发 展 与 政 策 的 理 论 框 架》（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ｉｎ，２０１２ａ）。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 架，结 合 我 在 世 界 银 行 工 作 的 经

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于２０１３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Ｈｏ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Ｏｆｆ）（Ｌｉｎ，２０１２ｂ）。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

得学界的好评。对 《新结构经济学》，麦克·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

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

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

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

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 贡 献 将

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 反 思 中 继 续 成 为 焦 点。”对 《繁 荣 的 求 索》，诺 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Ｇｅｏｒｇｅ　Ａｋｅｒｌｏｆ）称：“在这部著作中，林

毅夫将他研究东 亚 起 飞 中 获 得 的 智 慧，与２５０年 来 的 经 济 思 想 编 制 在 一 起。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

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罗伯特·福格尔则称：“《繁
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 书 写 作 上 充 满 热 情 且 条 理 清 晰，折 射 出 作

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

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由于我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研究上的贡献，２０１０年我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



７４２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７卷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我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化 复 兴 和

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

１．新制度经济学

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１９８６年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经济

发展中心做一年博士后时开始的。当时我准备回到国内工作，国内的改革开

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实质是制度的变革，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

改革的原因和贡献于改革的大业，我大量阅读了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

文献，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整理了一篇题为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的文章。此文１９８９
年发表于 《加图杂志》（Ｃａ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卷首。中文稿原来投给 《经济研究》
被拒，后来以 “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 《中国：改革与发展》１９８８
年第４期，此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Ｌｉｎ，１９８９；
林毅夫，１９８８）。这篇文章把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介绍到国内来，并且把

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由于制度背后的决定因素

的变动导致制度不均衡而自发产生的变迁，后者是由政府的主观愿望推动产

生的变迁。制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自发的诱致性变迁常会有新制度供给不

足的情形，政府在补足制度供给之不足上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政府

的强制性变迁必须有诱致性变迁的基础，否则，过犹不及，不能达到制度变

革所期望的效果。后来，由于这篇文章，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经

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出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时，
邀请我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杰弗里·纽金特（Ｊｅｆｆｒｅｙ　Ｎｕｇｅｎｔ）教授合写了一

章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ｉｎ　ａｎｄ　Ｎｕｇｅｎｔ，１９９５）。通常

只有在一个专题 上 被 认 为 是 素 有 成 就 的 经 济 学 家 才 会 得 到 邀 请 为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写专章，这对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这两篇文章之后，
我没有再直接写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不过，新制度经济学是以新古典

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和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之一。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许多论

述也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所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作为经济基

础影响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产业、技术以及和制度同为影响交易费用的

硬的基础设施的决定和其变迁的道理。

２．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

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前现 代 社 会，科 学、技 术、经 济

发展的成就曾领先于世界各国１　０００多年，直到西方在１８世纪中叶发生工业

革命之后中国才落后于西方国家。根据许多经济史学者的研究，中国在１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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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就具备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促使英国在１８世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

件，但是，工业革命到底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就此现象提出：为 何 在 工

业革命前中国领先于西方，为何到了当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谜题（Ｎｅｅｄ－
ｈａｍ，１９６９）。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则发现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出

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提出了为何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深化的

疑问（韦伯，１９９７）。对于李约瑟之谜我的解释是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

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主，中国由于地理气候的条件，自古以

来人口多，劳动者多，技术发明的概率高于其他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成

就也就领先于其他社会。到了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实验室里的研发人员

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取得为主，人口的重要性下降。这种

发明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１５、１６世纪科学革命的基础上，科学革命的产生则

以先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的人，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

的能力为前提。对 自 然 现 象 具 有 先 天 好 奇 心 的 人 通 常 也 是 具 有 高 智 商 的 人，
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高智商的人提供了一条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

试，进入统治阶层的高回报道路，使那些先天具有高好奇心、高智商的人缺

乏学习数学和控制实验能力的激励，因此，科学革命以及其后的工业革命也

就无法在中国自发产生（Ｌｉｎ，１９９５ｂ）。对于韦伯疑问，我的看法则 是 由 于 工

业革命在前现代没有发生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也

就不能提高，每个企业雇用的人数难以增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

深化（林毅夫，２００７ｂ；Ｌｉｎ，２００８ａ）。

３．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自鸦片战争中国从天朝大国沦

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积贫积弱国家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知识

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从作为文化底层的器物开始逐步上升到组织

和价值层次。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推动了３０多年以学习西方技

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１８９４年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推动了

以学习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 “君主立宪”运动和创建 “共和政体”的革命，
到了 “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又进而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 “民主、科学”
精神，甚至全盘西化，民族才得以复兴。我认为文化的绵延不断以其核心价

值的延续为依据，五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历久弥新的是在物质基础不断提升

的同时，以 “仁”为核心的伦理 价 值 的 传 承。当 一 个 文 化 体 跟 另 外 一 个 文 化

体接触的时候，就会有先进落后、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则在于经济

基础的高低。从新结构经济 学 的 角 度 来 看，只 要 发 挥 “有 效 市 场”和 “有 为

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随着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不断完善

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的不断提高完全

有可能。而 且，只 要 有 意 识 地 实 践、倡 导，中 国 文 化 也 有 能 力 保 持 以 “仁”
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很有可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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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林毅夫，２００９；Ｌｉｎ，２０１３）。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诸多发展中国

家现代化努力的成败经验证明，尚无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

的发展中国家，其 原 因 在 于 西 方 主 流 理 论 总 结 于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的 经 验 现 象，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因

此，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难免 有 “淮 南 为 橘 淮 北 为 枳”的 缺 憾，只 有 总 结 于

中国自己成败经验现象的理论才能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发展中国

家条件较为接近，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有较高的参考

借鉴价 值，这 样 的 理 论 创 新 也 将 有 助 于 提 升 中 国 的 文 化 软 实 力（林 毅 夫，

２０１５）。

４．方法论

我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最早见于１９９５年应 《经济研究》创刊４０周 年 而

写的祝贺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源于对新的经济现象

的观察、总结，每一个理论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理论，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

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国家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中国有可

能在２１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学家在观察理

解中国经济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我倡导以国际经济学界通

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并预测２１世纪有可能迎来世界级的

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林毅夫，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我应中国社科

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前去做方法论的讲座，在讲座中我提出了用 “本质特性

分析法、当代 横 向 归 纳 法、历 史 纵 向 归 纳 法、多 现 象 综 合 归 纳 法”来 观 察、

总结现象，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讲 座 后 来 整 理 成 文 章 以 “经 济 学 研 究 方 法 和

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题 发 表 于 隔 年 的 《经 济 研 究》（林 毅 夫，２００１）。我

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最集中的论述是２００３年冬在课堂上以对话的形式和学生进

行的，后来整理成书，２００５年以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分别由Ｃｅｎｇａｇｅ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英文版和

中文的增订版，并改名 为 《本 体 与 常 无：经 济 学 方 法 论 对 话》（Ｌｉｎ，２０１２ｃ；

林毅夫，２０１２）。在书中我强调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主张秉持现代经济学

的 “本体”（即理性人假说，其内涵是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在他所可能有

的选择方案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方案），以初生婴儿的双眼那样不带

任何过去理论和经验的 “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

型中许多用现有的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将会是经济理论创新的金矿。

四、结　　语

中国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３７年的年均９．７％的高速增长，期

间７亿人摆 脱 贫 困，这 是 人 类 经 济 史 上 不 曾 有 过 的 奇 迹。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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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能够在中国改

革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亲身观察了改革开放所推动

的社会的大变革，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实属幸运之至。任

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在帮助人们认识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上，我上述介绍的

理论、观点或许是可以作为值得参考的一家之言。然而，从帮助未来的人们

“改造世界”而言，我提出的理论、观点也难免有刻舟求剑的局限，终将被历

史所扬弃，如果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这些理论、观点还能 成 为 现

代经济学发展进程上的一些陈迹则已属万幸。

我若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上能留下些痕迹，这个幸运不仅得益于大时代

所给予的机会，也是许多老师和朋友帮助的结果。我首先要感谢我在北京大

学的硕士论文导师张友仁教授，他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

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

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

唯物主义。

我的研究也深受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舒尔茨、约 翰 逊、罗 森、贝 克 尔、福

格尔、赫克曼等的影响。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 “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

府”结合的观点和芝加哥学派 强 调 “市 场”的 观 点 有 所 不 同，但 我 从 那 些 大

师们身上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现

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我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观点有明显

歧异的时候，这 些 当 代 经 济 学 大 师 们，还 以 平 等 的 姿 态 和 我 争 论，鼓 励 我、

支持我。
　

①２０
　

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

主任的信任和提携，１９８７年回国工作时他任命我这样一位出生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又非党员的年轻学者为其下属的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个工作让

我有机会参与了中央的许多政策讨论，并且从近距离接触杜老以及和他同一

辈的领导中让我了解到，许多政治领袖参加革命，制定政策推动变革，追求

的并非像国外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所描述的是为了个人所属利益集团的利

①２０在贝克尔教授的推荐下，２０１１年我获得母校芝加哥大学颁 发 校 友 年 度 杰 出 成 就 奖。同 年 冬 在 贝 克 尔
及迈尔森两位教授来北京参加“北京论坛”时，在朗润园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由我一对二和他
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开辩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会后贝克尔教授高兴地对我说芝加哥
大学学术精神的精髓在北京大学国发院得到真 传。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在 我６０岁 生 日 举 办 的 学 术 讨 论 会 上，
贝克尔教授屈尊以学生问老师的方式对《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一书进行了评论（见《本体与常
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２０１２年：第７２—７７页）。贝 克 尔、福 格 尔、赫 克 曼、迈 尔 森 等 老 师 都 曾 为 我 的 专
著写过高度评价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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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不惜舍弃个人、家庭和所属利益集团

的利益。

在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以及１９９３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

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时，和许多同事的切磋则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学研

究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在１９９４年 出 版 的 《中 国 的 奇 迹》一 书 得 益 于 和 蔡 昉、李 周 的 合 作。

２００１年的Ｄ．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和２００７年的马歇尔讲座中的观点得益于

巫和懋、霍德明、朱家祥老师所组织的发展组组会的讨论，理论建模和实证

检验则得 到 刘 明 兴、张 鹏 飞、刘 培 林、陈 斌 开、徐 朝 阳 的 帮 助。和 鞠 建 东、

王勇的合作则使得 从 要 素 禀 赋 结 构 出 发 来 内 生 化 产 业 结 构 的 努 力 得 以 实 现。

另外，和我合作写过或正在合作写论文的经济学家，徐佳君、付才辉、陈曦、

谭国富、姚洋、余淼 杰、赵 耀 辉、徐 晋 涛、沈 明 高、龚 刚、龚 强、杨 涛、龚

启圣、刘 志 强、文 贯 中、文 一、王 鹏 飞、王 燕、张 一 林、Ｃｅｌｅｓｔｉｎ　Ｍｏｎｇａ、

Ｖｏｌｋｅｒ　Ｔｒｅｉｃｈｅｌ、Ｈｉｎｈ　Ｄｉｎｈ，Ｗｉｌｌ　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ｖｉｄ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ｏｅｒｔｅ　Ｄｏｅ－
ｍｅｒｌａｎｄ、Ｖａｎｄａｎａ　Ｃｈａｎｄｒａ等为我的理论的完善和实证做了许多的工作。我

在北京大 学 所 带 的 其 他 硕 士 生、博 士 生、博 士 后，胡 书 东、皮 建 材、陈 岗、

盛柳刚、邢兆鹏、孙希芳、潘士远、姜烨、李志贽、李飞跃、邢亦青、章奇、

程协南、周浩、陶然等也都从教学相长中让我获益良多。

社会是不断在进步 的，我 的 研 究 工 作 也 应 该 以 “常 无”的 心 态，探 索

各种不断出现 的 新 现 象、新 挑 战，以 深 化、丰 富 乃 至 扬 弃 我 现 在 提 出 的 理

论和观点。如果上天 再 假 我 以 三 十 年，我 愿 意 与 北 京 大 学 新 结 构 经 济 学 研

究中心和国家 发 展 研 究 院 的 各 位 老 师、同 事、同 学，以 及 国 内、国 外 经 济

学界的诸位学友 一 起 相 互 勉 励，继 续 为 中 国 经 济 学 科 的 发 展，以 及 为 用 理

论来改造世界以贡献于中国梦的实现和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繁 荣 而 不 懈 努 力，

乘风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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